序  言
2014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达4.3万亿美元，继2013年之后，续居世界首位,但规模虽大，效益却亟待提高；核心竞争力仍难与某些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馳誉寰宇的国际品牌为数寥寥；制成品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偏于低端。凡此诸端，都说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2015，3，5））中所指出的〝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确属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本书主旨正是探索如何转型升级，变外贸大国为外贸强国的途径，故其讨论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立论于要素分工，揭示国际贸易实质上是进出口商品中包含的各类要素组合的交换，这是要素的间接流动。传统的贸易理论都以国际间要素不流动为假设前提之一，然而随着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进步，要素的直接流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日益加强，通过要素在全球的部署和配置，使要素分工在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主导模式，产业内、产品内和工序内分工的发展便是要素分工深化的反映。各种跨国经营活动和经济合作方式日趋普遍，合资、合作、独资和特许经营，企业的国际战略联盟、国际并购和重组，各类项目的国际分包、转包，交钥匙工程，专利许可，代工，贴牌，租赁，…等。这些经济活动中不仅有资本、劳动等传统要素的直接流动，也包含着作为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新要素的国际流动，例如信息网络，知识产权，营销技巧，科技专家，管理团队，人员培训…等。这些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及其所承载的直接和间接的要素流动，构成了当代要素分工的新格局，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一国的竞争地位取决于该国所能支配和运用的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扩大要素的规模和提升要素的品质是我国加强竞争优势的物质基础，也是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根本途径。这个核心思想是贯串本书的一条红线，围绕这条红线展开各项论证，最终归结为必须构建能够加速要素积累和优化的更为完善的开放体制，营造能够促进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政策环境。上述的研究结论符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战略部署，即〝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因此本书的主旨和思路值得肯定，其论证的内容和结论也可供参考。
关于本书遵循的指导思想和构筑的分析框架,也有值得肯定之处.作者将商品进出口还原为要素的流动和交换,立足于要素分工论展开阐释,这主要得益于国内众多学者依据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进行研究的成果,国内学者的文献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营养。虽也同时借鉴了西方贸易理论，如H-O-S定理、H-O-V模型等，本书第1章对此作了详细交代，但与这些西方文献相对比，本书依据的要素分工论，其思想基础和实践意义迥然不同，而且存在原则性的区别，读者不可不察。首先，要素稟賦和要素报酬（价格）对出口结构及其竞争优势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论述，其中最明显的一段如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息却很高，因为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不发展﹔而另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那末，资本家在一个国家就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另一个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较多的资本。在计算两个国家之间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竞争时，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资本论》第3卷第7篇第50章第988-98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以上的引文意味着一国将出口初级产品，因为土地和劳动是该国充裕的生产要素，而另一国則将出口制成品，因为该国充裕的要素是资本。初看这与俄林等人的观点无异，但必须注意，马克思是从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国际分工这一经济范畴的。其中生产力是国际分工产生和演变的物质基础，要素禀赋的状况，包括先天赋予的如土壤、气候、自然资源等，以及后天获得的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都只是体现在生产力中，而决定 国际分工性质的則是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际分工势必具有资本主义固有的特性，例如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就有〝中心与外围〞、〝北方与南方〞的矛盾。虽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参加和利用国际分工，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仍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故本书强调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研究要素分工，这在第2章中都有论述，如2. 2. 1.（1）〝要素贸易的概念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2.3.1.经济范畴的唯物辩证法〞。而俄林等西方学者則摒弃了生产关系，脱离历史条件，抽象地来阐释当代国际分工，从而阉割了其资本主义性质，掩盖了其固有的矛盾。由此可见，本书依据的要素分工论与俄林等人的要素禀赋论，其思想基础存在着根本区别。
其次，就分析框架而言，二者也存在着根本区别。俄林等人的要素禀赋论或所谓H-O-S定理，都依赖一系列严格的，甚至是苛刻的假设，进行演绎推理，其逻辑体系虽号称严密，但其解释力則大受局限，因其假设和结论均与现实相距甚远。例如，假设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两国生产函数相同，规模报酬固定不变，需求状况和偏好不变，如此等等分明与现实大相径庭。故为西方学术界的同行屡屡诟病，不断有人为之补苴罅漏。基于这样一串虚拟的假设，推导所得的结论也大大背离现实，例如，狭义的H-O-S定理包含两项基本内容：（1）〝要素相对稀少性原理〞即一国出口商品必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丰饶）的要素。（2）〝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即商品流动可替代要素流动，从而促使两国要素价格均等化，这意味着两国收入会趋于均等化，国民福利得以增进。俄林只断言要素相对价格会趋向局部均等化，而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萨缪尔逊則以数学方法证明要素价格会趋向全面均等化，而且绝对价格也会均等化。但现实表明：贸易自由化未能缩小南北收入差距，反而有所扩大。故以研究发展经济学著称的赫尔希曼批评说：〝这一理论顶峰（指萨缪尔逊的证明―引者）正好出现在持续扩大的国际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战后年代，结果萨氏的结论成了那种投出后又会飞回原处的（澳洲）飞镖一样，破坏了传统的贸易理论，及其所宣称的解释现实世界问题的有效性。…〞（A. O. Hirschman, A Generalized Linkage Approach to Development，in Essa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P.68 1977）琼·罗宾逊夫人的批评更为尖锐：由于静止地、孤立地来进行分析，〝纯理论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贸易割断了联系，以致蜕变成一个无用的玩具。〞（Joan. V. Robinson,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5,P.141,1979）本书首先从实际出发，对自然资源、资金、劳动、、技术等要素在世界和中国的分布状况和流动格局，用统计数据作了详尽的描述（参本书第3，4章），又通过我国纺织品和服装、机电和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的案例，进行具体的验证（参本书第5，6章）。这样的分析框架与俄林等人的纯逻辑体系不可同日而语。至于Vanek提出的Factor Content of Trade，本书乃受其启发，而将“要素含量”的概念扩展为“要素贸易”，而且包含了要素的直接流动，这是Vanek模型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同时须知Vanek模型是为了破解“列昂节夫之谜”，仍继承了前人一系列背离现实的假设，这与本书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也是大不相同的。
以上是我的读后感，也可视为对本书的一个评介，为此须附缀数言道其原委。多年前本书作者因写博士学位论文，曾与我共相切磋，我以暮年病躯，忝为导师，唯终日枯坐书斋，检阅旧日文献，而昧于当代现实，无可助益，实深愧疚。今作者索序，谨持此篇以应命，不论其内容得宜与否或失之偏颇，均出自内心对作者学有所成而生的欣慰之情，尚希读者谅察是幸。
                                  王林生
                                  2015年4月于对外经贸大学
本书简介

世界贸易发展史，也是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扩散与优化配置的历史。18世纪和19世纪中期以前，在新大陆发现以后，欧洲开始向美洲、澳洲大量移民，带动了新大陆与与欧洲大陆的殖民贸易。19世纪中后期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一个时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行销全球，而亚非拉殖民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的关系是“中心-外围”的分工模式，殖民地国家在这一分工体系下难以发展本地区的独立工业，国内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是参与这一分工模式的基本要素，而国内技术、人力资本、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很难积累起来。二战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批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发展中国家独立工业迅速崛起，资本与技术要素加速积累，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是典型的产业间分工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要素结构的优化和本国独立工业的成长，产业内分工开始兴起，并迅速崛起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国内的要素结构与发达国家形成差异化竞争，国民收入也晋入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国家行列。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加入了这一历史进程。先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优势，吸引了港台和日韩企业投资办厂，发展出口导向产业，后欧美企业看到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投资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中国也逐步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全球价值链使得个别国家的生产制造活动成为跨国公司供应链、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欧美日韩等国跨国公司通过这种模式迅速转移出非核心的生产环节和工序，本国则将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品牌管理等核心环节留在国内。价值链的兴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任何国家都可以在这一价值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使本国高级要素在参与价值链分工中得到有效积累，进而以优化的要素结构在价值链分工中不断攀升。在这一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迅速服务化，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得到提速，一批发展中国家因此受益，其中中国是这一进程中的主要受益方。为了保证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得已正常运行，就必须推行经济贸易规则和制度的一体化。于是，美欧等发达国家通过多边、诸边等平台迅速将国内的经济贸易规则向全球输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度这一特殊要素面前，总体上处于被动输入与接受的地位。这就是最近200多年来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商品贸易与规则制度互动升级的历史脉络。

2014年，全球商品出口贸易超过19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括转型经济体)各占50%的半壁江山，而时间倒回到30多年前的198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66%和34%。而据IMF计算，按购买力评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50.4%，首次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这是国际价值链分工及其贸易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奇迹，价值链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本国的优势要素资源，并在价值链分工中实现本国技术、知识、品牌、资本等高级要素的成长与积累，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阶梯的一步步攀升，并成功从低收入国家一步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必须注意到，控制全球价值链的仍然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及他们掌控的技术、知识、专利、品牌等稀缺的高级要素资源。因此，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要实现对发达国家发展质量的赶超，还有很有大的距离。

中国过去35年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依托自身要素的比较优势，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深入参与全球要素的直接与间接交换，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的互动，是加快国内要素禀赋积累与结构优化，加速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与国民收入稳步提高的有效途径。199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不足3%，现在已经接近25%。全世界80%的空调、70%的手机以及60%的鞋子都是中国制造。201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中国贸易亦然。中国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中低端水平，赚取的是相对低廉的加工制造费用。控制价值链的技术、专利中、品牌等核心要素十分稀缺。现代工业的心脏----芯片和发动机----绝大部分要靠进口，芯片年进口超过2000亿美元，比石油、铁矿石耗费的外汇资源还要多。我国服装、鞋子、电视机等优势商品仍然以价格竞争为主，品质、品牌的竞争还不是主流。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工业设备有2/3依赖进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受价值链决定，而决定当前我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是我国的要素品质与结构。当前中国资本、技术、知识、专利、品牌等各类要素规模庞大，但要素质量欠佳，能够有效控制价值链分工的核心要素资源不多。因此，中国建设贸易强国，加快转变经济贸易发展方式，就必须培育新型核心要素资源，推动生产要素禀赋、品质与构成的动态变迁，使我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和生产要素分工中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为此，本书以《中国要素贸易问题研究----全球要素分工格局与中国贸易强国建设》为题，旨在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与交换角度，探索迈向贸易强国的思路和路径。本书将不同经济体之间经贸合作过程中的直接生产要素流动，以及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间接要素流动，称之为要素贸易。本书将不同种类和性质的生产要素，在跨国界流动、参与国际生产和全球价值链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与地位，称之为要素分工。本书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35年生产要素的直接流动、对外贸易结构（间接要素流动）及两者关系，以及政策体制环境对生产要素成长与积累、贸易模式转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论证。

从理论与定性方面看，本书从生产要素的定义出发，构建了生产要素“4+1”（4代表四类基本生产要素，1代表政策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了不同生产要素的性质差异，指出生产要素的品质与构成，决定了不同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本书以当前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化为背景，依据唯物辩证法，论证了要素贸易、要素分工概念和范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本书指出，参与要素国际流动与交换是中国国内要素成长、积累与结构优化的有力杠杆，而要素禀赋的积累对外贸发展有增长和结构两种效应，国内政策制度环境应与生产要素禀赋、质量与结构的动态演进相匹配，政策制度的变迁与国内要素成长和积累具有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本书认为，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就应形成符合当前国际生产要素分工形势的制度环境。这要求当前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应坚持两个取向：一是保持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经济外部性的市场结构；二是促进形成一个生产要素国际化的制度环境，目标在于形成合理的能反映比较优势变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以及促进高级生产要素积累的政策体制环境。
从实证与定量方面看，本书利用大量统计数据对生产要素的全球分布与流动格局进行了实证考察，指出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分布严重失衡，这必然产生当前的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全球交换与全球配置，并逐步削弱了原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分工体系，而以要素所有者为主体的国际分工体系正在显现。本书利用大量统计指标和数据，对中国过去35年来参与国际生产要素流动的地位变化进行了实证与定量分析，分析了中国在全球要素流动与产品流动网络中的地位变化。本书认为，过去35年来，生产要素禀赋、品质与结构的动态变迁，尤其是一般性的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规模的积累是中国实现对外贸易小国向对外贸易大国转变的根本原因。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对外贸易大国向对外贸易强国转变，就必须要着重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生产要素品质，优化参与国际分工的要素结构，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创新技术和知识产权、标准、品牌等高级要素和新型要素构成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本书在对资本、技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行归类的基础上，利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计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要素密集度结构，对中国商品贸易背后体现出的间接要素流动进行了实证分析。本书还利用计量方法，对中国国际要素输入对国内要素积累、对外贸易增长与结构优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与定性分析基本一致的结论。最后，本书依据FDI的特点，对外资企业对中国生产要素的外溢扩散作用，专门进行了实证分析。本书认为，FDI不仅通过加速国内要素积累方式促进贸易发展，而且还直接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国际化，为出口规模与结构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本书得出如下三方面的结论与建议。一是可以从要素流动、要素贸易和要素分工角度，理解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外经贸活动的本质，并应在全球要素流动、组合与配置的前提下，探求中国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建设贸易强国的根本途径。二是过去35年来，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基本符合要素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原则的结果，同时目前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仍然不高、分工效益仍较低下，根本原因可归结为参与国际分工的生产要素的禀赋、质量与结构三方面的因素。要深刻认识到，要素比较优势变迁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优化我国要素结构需要历史耐性，但部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正在局部形成，新型生产要素正在加速积累。还应看到，虽然竞争优势来源于要素禀赋及由其决定的比较优势，但现实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更具多样性、丰富性，如大国优势、制度优势、加工制造产业优势、外汇储备优势、中华文化优势等，如何将这些更丰富的或是局部的优势转化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优势，需要在战略和政策上加以引导。三是中国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就应使国内政策制度的变迁与生产要素成长、积累的步伐相协调，为生产要素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创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政策体制环境。要在深化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的同时，研究实施“知识产权强贸战略”。在大力培育技术、质量、品牌和服务竞争新优势的同时，加培育知识产权、标准、人力资本等新优势。在大力发展货物贸易的同时，加快培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不断增强服务业出口能力，要利用生产性服务业全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